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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

王艳子,  赵秀秀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员工管家行为是员工在日常工作中像组织的“管家”一样主动以组织长远利益为

重的亲组织行为，体现了员工对组织的主人翁精神，对于组织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在现代社

会工作家庭冲突加剧的背景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由于有助于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的关系，

能够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和责任感，从而可能提升员工的管家行为。本文通过对97名工作

团队主管及其下属的有效配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

产生积极影响，该过程是通过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实现的；积极情绪氛围能够增强内部

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积极影响，同时积极情绪氛围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强化作用。本文拓展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

响效果的理论研究，为管理者采取有效的领导风格激发员工管家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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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中国传统文化奉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价值观

念，然而，受利益驱使，员工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集体利益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在政府单位，

有为了追求自我利益而损害党和人民乃至国家利益的腐败行为；在企业中，有违反竞业限制、

泄露公司机密进而损害组织利益的不道德行为。为了探究如何有效避免损害组织长远利益事

件的发生，学术界提出了“员工管家行为”概念，即个体为了组织长远利益而勇于牺牲自我利益

的具有奉献精神的亲组织行为（Hernandez，2012），该行为属于员工主动行为的范畴，具有利他

性和自愿性特征。

以往研究探讨了领导风格对激发或抑制员工管家行为的重要影响，但主要聚焦于给予员

工工作支持方面的领导行为（Kuppelwieser，2011），忽视了现代社会员工所面临的工作和家庭

方面的双重压力。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作为一种给予员工工作和家庭双方面支持的领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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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角色的双重压力，从而有效缓解员工面临的工作家庭冲突（Russo
等，2018），激发员工的亲社会动机，促进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等亲组织行为的实施（Bagger和Li，
2014；Bosch等，2018）。作为一种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亲组织行为，员工管家行为是否会受到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现有研究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且以往对员工管家行为形成机制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员工个体层次的影响因素，学者们呼吁拓展对员工管家行为影响因素的研

究（李海东，2017）。
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探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机制。Parker等

（2010）提出的主动动机模型解释了员工主动行为的产生机制，该模型认为个体会基于能力动

机、原因动机和能量动机这三类动机中的一类或多类的组合做出主动行为。本文基于原因动机

路径，考察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提高员工的内部人身份认知而对员工管家行为产生的激

发作用。内部人身份认知是个体对自己属于某一特定组织内部成员的感知，反映了个体对组织

的认同程度（Stamper和Masterson，2002）。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展现了主管对员工家庭生活的

关心和帮助，这种行为使主管扮演了部分家人的角色，激发了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王三银等，

2018），从而能够提升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当员工具有较高的内部人身份认知时，他们会将自

身与组织视为一体，格外重视集体利益和目标（Hui等，2015），从而倾向于做出管家行为。另外，

本文基于能量动机路径，考察积极情绪氛围对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关系的促

进作用，并进一步探究积极情绪氛围对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

为之间中介效应的强化作用。积极情绪氛围反映了个体所在团队的积极情绪状态，它通过影响

个体的工作情绪而点燃个体的工作积极性并激发个体的主动行为（Liu和Härtel，2013）。积极情

绪氛围作为重要的工作情境因素，塑造了个体与工作环境的互动方式，增加了员工对组织的工

作投入，是员工做出主动行为的能量源泉（Liu等，2014）。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1）拓展了管家行为的研究对象，并丰富了管家行为前因变量的研

究视角。以往管家行为的研究对象主要侧重于经理人员和家族企业，而非家族企业的普通员工

实施管家行为对组织发展同样也会产生重要影响（康勇军等，2018），因此，本文将管家行为的

研究对象聚焦于普通员工和非家族企业，拓展了管家行为的研究对象。另外，以往研究认为领

导给予员工工作方面的支持能够激发员工管家行为（Kuppelwieser，2011），但鲜有研究涉及从

给予员工工作和家庭双方面支持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视角探究如何激发员工管家行为，本

文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视角丰富了领导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影响的理论研究。（2）本文基于

主动动机模型揭示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作用关系机理。以往研究在

探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影响效果时，主要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马红宇等，

2016），认为员工会由于受到上级恩泽而做出主动行为，或将上级支持看作是员工做出主动行

为的重要资源。本文认为员工做出管家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行为背后的动机因素，因此，本文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从新的视角诠释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机制，回应

了学者们对拓展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影响效果研究的理论基础的呼吁（Crain和Stevens，
2018）。（3）本文厘清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关系的中介机制与边界条件。

管家行为需要牺牲个人私利为集体谋福祉（Davis等，2010），因此员工做出此类行为需要强大

的心理支撑和外部环境支持。内部人身份认知反映了员工将自身与组织视为“命运共同体”的
心理感知，这种感知给予员工做出利组织的管家行为的强大内在原因动机。团队内部的积极情

绪氛围营造了一种积极乐观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做出管家行为提供了能量支持。积极情绪氛围

影响个体之间的情绪交换，当个体之间传递的是积极情绪时，即使是内部人身份认知较低的员

工，也会由于受到积极情绪的影响而做出管家行为，因此积极情绪氛围能够强化个体做出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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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的原因动机。本文通过引入内部人身份认知和积极情绪氛围，有助于厘清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激发员工管家行为的内在作用机理。

二、  理论基础与假设推演

（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

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工作形式已经发生变化，平衡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

员工面临的难题（Crain和Stevens，2018）。为解决员工工作家庭平衡难题，组织通过建立家庭支

持政策帮助员工履行家庭责任，而组织实施的家庭支持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主管在管

理活动中实施的家庭支持行为（马红宇等，2016）。学者们将主管对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给

予理解和支持的行为界定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具体表现为主管向员工提供情感性支持和

工具性支持、树立平衡工作与家庭角色的榜样以及实施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Hammer等，

2013）。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既给予员工工作领域的帮助，又为员工履行家庭责任提供支持，是

平衡员工工作家庭生活和影响员工工作行为的关键因素（Choi等，2018）。
管家行为是公司治理研究领域提出的概念，指管理者愿意牺牲自我利益以实现委托人或

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工作行为，最初针对的主体是管理者而非员工（Davis等，2010）。为了更广泛

而深层次地理解管家行为，Hernandez（2012）将管家行为的主体延伸到普通员工，指组织中的

个体（既可以是管理者，也可以是员工）为了组织长远福祉而做出自我牺牲的行为。作为一种亲

组织行为，管家行为的实施主体往往表现出对组织高度的责任感，以组织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

为重（Hernandez，2012），因此，领导如何促进员工管家行为成为实现组织长远发展需要解决的

重要问题。主动动机模型表明，领导的支持和帮助在员工主动行为的产生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因此，本文推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对员工做出自我牺牲的管家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具

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为了满足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需求，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适时地通过管理活

动给员工提供资源和支持，并且自发地对员工工作进行重组以帮助员工有效协调工作与家庭

生活之间的关系（王三银等，2018），这使员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身于工作，甚至超越自

己的工作要求做出维护组织利益的管家行为（康勇军等，2018）。以往研究亦表明，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展现出的对员工的关怀会增强下属的亲社会动机，促使下属表现出积极的工作行为

（Bosch等，2018）。而且，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会因个体之间不同的个性和需要展现出差异化的

支持方式，使员工感知到组织更高层次的关怀，进而做出组织公民行为（Pan，2018）。员工管家

行为属于亲组织的积极工作行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积极工作行为产生的激发作用

同样表现在员工管家行为的触发机制中。

其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给予员工工作与家庭两方面的支持，关心和考虑员工履行家庭

责任的需求，向员工传递了“主管是可接近的并且愿意帮助他们处理与家庭有关的问题”的信

号，能够提升员工在组织中工作的意义感（Zhang和Tu，2018）。当员工感知到在组织中工作的

意义时，他们便会表现出更多的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另外，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

的管理表现为一种情境管理机制，能够及时根据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的诉求灵活调整工作计

划，强调员工参与而非控制的工作形式（Wang等，2013），促使员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种责

任感会激发员工的内在驱动力，使其做出超越职责范围并符合组织长远利益的管家行为

（Hernandez，2012）。
最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一种设身处地为员工考虑的行为，强调对员工履行家庭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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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以实现员工工作和家庭生活的平衡（Hammer等，201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平

衡工作和家庭关系的行为给予充分的理解、尊重和指导，主管的支持和帮助促使员工形成遇事

能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体谅别人的思维模式，具有这种思维的个体在组织中会将个人利益置

于次要位置，做出决策时倾向于更多地考虑组织整体利益，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管家行为

（康勇军等，2018）。Hernandez（2012）的研究同样指出，能够关注他人需求的员工会在自我利益

与组织长远利益权衡的工作决策中更多地考虑组织利益。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产生正向影响。

（二）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作用

主动动机模型表明，领导行为通过激发员工动机状态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影响，这里的动

机状态包括能力动机、原因动机和能量动机（Parker等，2010）。其中，原因动机是员工做出主动

行为的强大内在力量，诠释了员工自愿从事主动行为的原因。组织并没有明确员工主动行为的

具体奖励方式，因此员工做出主动行为往往需要强大的内驱力，尤其是对于可能牺牲个人利益

的员工主动行为，原因动机具有更强的决定性（Parker等，2010）。管家行为是一种面向组织长

远利益且需要员工勇于牺牲个体利益的主动行为，员工实施此类行为需要强大的原因动机。内

部人身份认知是指组织成员对自己属于组织“内部人”的感知，反映了个体对组织的认同程度

（Stamper和Masterson，2002）。内部人身份认知体现了员工对自身与组织关系的感知，即员工是

否享有在组织中的特殊地位（Bagger和Li，2014），当员工感知到自己与组织是命运共同体时，

他们会产生促进组织长远发展的责任感，从而积极实施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因此，本文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的原因动机路径，阐述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

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首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给予员工情感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帮助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

生活，减轻了员工由于工作与家庭之间的不平衡而产生的心理压力，这有助于增强员工对领导

和组织的积极认知（Russo等，2018），并向员工释放出“组织圈内人”信号，促使员工形成较高的

内部人身份认知（施丹等，2019）。原因动机路径表明，组织归属感和认同感是驱使员工实施主

动行为的内在动机（Parker等，2010）。内部人身份认知较高的员工具有较强的组织归属感，他

们对组织目标表现出强烈认同（Knapp等，2014），高度的组织认同感会促使他们形成以组织利

益为重的行事思维，而不是以自利为导向，从而愿意主动做出有利于组织长远发展的管家

行为。

其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向下属分享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的技巧，并为员工有效履行家

庭责任树立榜样，促使员工对主管和组织产生较高的情感依赖（Mills等，2014），进而提升员工

的内部人身份认知。当员工具有较高的内部人身份认知时，他们会对组织文化产生强烈的共

鸣，这有助于提升他们对组织目标的承诺，进而使他们以追求组织长远利益为导向（Klein等，

2012），展现出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管家行为。另外，当员工感知到自己属于组织内部人时，为

了巩固和加强他们的内部人身份状态，他们也会自愿从事利组织工作行为，将促进组织长远发

展视为自己的职责，倾向于接受组织公民身份的责任（Hui等，2015），愿意为组织发展做出管家

行为。

最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采取创新性管理方式，如发起工作重组、对工作时间和工

作地点等进行调整，来帮助员工平衡工作与家庭生活，使员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工作自主权

（Hammer等，2013），这种由主管发起的授权行为使员工感受到组织对他们的尊重，满足了员

工的自我价值认可需求，增强了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从而提升了员工的内部人身份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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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mstrong-Stassen和Schlosser，2011）。主动动机模型表明，员工积极从事主动行为的一个内在

原因是他们意识到主动行为对组织发展和个人发展的重要影响（Parker等，2010）。内部人身份

认知较高的员工认为组织的兴衰与他们自身的利益密切相关，自己应该承担更多的组织责任，

这种强烈的组织责任感会使他们愿意为组织的发展贡献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将组织利益置于

个人利益之上（Wang等，2017），从而愿意为了组织的长远利益而做出牺牲个人利益的管家行

为。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2：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三）积极情绪氛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

主动动机模型表明，个人动机对员工主动行为的作用过程会受到工作环境的情境性影响

（Parker等，2010）。在员工面临的诸多工作环境因素中，团队情绪氛围是个体在相互表达情感

和情绪的过程中形成的，且形成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呈现稳定状态（屠兴勇等，2018）。主动

动机模型的能量动机路径表明，积极情绪能够扩大个体的认知范围，提高个体的认知灵活性，

使个体设定更具挑战性的目标，从而促使个体做出主动行为（Parker等，2010）。积极情绪氛围

会使本身拥有较高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工工作热情更加高涨，激发他们积极为组织做出贡献

的能量，强化他们做出主动行为的能量动机。本文将积极情绪氛围作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影响员

工管家行为的边界条件。

积极情绪氛围是团队成员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形成的乐观、开心、自信等共有的情绪状

态，体现了团队成员之间工作的愉悦性和活力性，既受到团队内部每位成员情绪状态的影响，

反过来又影响每位团队成员的情绪状态（Härtel和Liu，2012）。主动动机模型认为，除了比较

“冷”的能力动机和原因动机之外，与情感相关联的“热”动机也会影响员工主动行为，这种“热”
的情感即为“能量动机”。“能量动机”强调积极情绪状态通过增加员工的能量体验而提升员工

的主动行为，积极情绪氛围体现的是员工对所处团队情绪环境的积极感知，这种整体感知的积

极情绪氛围会激活个体的积极情绪状态（Meneghel等，2016），为个体做出管家行为提供充足的

能量。员工在工作中遇到需要权衡组织利益与自我利益的问题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压力，积极

情绪氛围有助于在组织中形成一种促进组织发展的整体基调（门一等，2016）。当员工受到整个

团队积极情绪氛围的感染产生乐观向上、充满热情的情绪状态时，员工的心理弹性和看待问题

的广度得到提升（Liu和Wang，2014），此时，即使是内部人身份认知较低的员工，也会在积极情

绪氛围下感知到自己在组织中工作的幸福感，这最终能促使员工在重大决策面前从长远角度

考虑问题，将组织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Ashkanasy 和Humphrey，2011），采取牺牲自我利益

维护组织长远利益的管家行为，以便在组织中实现自我价值。而且，员工是否愿意做出持续的

牺牲行为取决于员工在实现自我价值的过程中所获得的满足感（Gong等，2010），虽然内部人

身份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员工的这种满足感，但是员工所处的工作环境对他们实施管家

行为的影响更为重要。较高的积极情绪氛围会增强高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工对自己所处环境

的积极评价，加强他们关于组织长远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的认知，最终促使他们在工作中实施

主动行为（乐嘉昂和彭正龙，2013），做出为组织长远利益考虑的管家行为。因此，较高的积极情

绪氛围会强化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积极影响。

相反，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会削弱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积极影响。当员工处

于积极情绪氛围较低的团队时，受到团队成员之间传递的负能量的影响，员工会在工作中产生

压抑、焦虑、烦躁等消极情绪，导致团队成员之间关系冷漠、缺乏信任，团队凝聚力下降（吴士健

等，2019）。长期发展下去，员工会产生对组织的厌烦情绪和离职倾向，认为自己在组织中工作

只是为了谋取短期利益，在工作中遇到重大决策时会更多地考虑自身利益（Liu等，2014）。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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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拥有高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工，长期处于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其对组织的归属感也会受到

冲击，对组织未来的发展前景也会持怀疑态度，从而会将自身利益置于组织利益之上，进而极

有可能做出不利于组织长远发展的工作行为。因此，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会削弱内部人身份认

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积极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积极情绪氛围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关系。

综合假设H2和H3，本文认为积极情绪氛围还可以增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

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当团队内部拥有较高的积极情绪氛围时，整个工作团队

会呈现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状态，这将强化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增强员工内部人身份认

知而促使员工实施管家行为的中介机制。具体而言，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帮助员工有效处理工

作与家庭双重角色的相互竞争，关心员工的家庭生活，指导和帮助员工有效履行家庭责任，能

够缓解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心理压力，给员工传递团队成员之间要互相关怀的信息（Matthews
等，2014），有助于淡化员工狭隘的自我利益观，促使员工追求共同的组织目标。研究表明，个体

对信息的提取是有选择性的，他们会提取与自我所处情绪状态的效价相一致的信息，当信息被

加工时的情绪与当下情绪相一致时，该信息更容易被唤醒（卢俊婷等，2017）。在积极情绪氛围

下，员工会提取到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传递的关怀他人以及乐观向上的积极信息，这会提升员

工对组织的归属感，强化员工对自己是组织内部人的认知，从而使员工以促进组织长远发展为

己任的意识得到增强，并做出超越预定绩效的努力（刘小禹等，2011），在工作中更愿意为了组

织的利益而牺牲自我利益，即做出管家行为。因此，积极情绪氛围会增强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相反，尽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有助于提

升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但团队内部较低的积极情绪氛围会弱化具有高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

工为组织长远发展做出牺牲行为的动机，从而使这些员工从自我利益出发做出有损组织长远

利益的工作行为。因此，在积极情绪氛围较低的团队中，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提升员工内

部人身份认知而促进员工管家行为的效应将被弱化。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4：积极情绪氛围正向调节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

的中介效应。

图1为本文构建的跨层次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内部人身份认知

积极情绪氛围

员工管家行为

H1

H2

H2

H3、H4团队层次

个体层次

图 1    理论模型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样本来源于北京、天津、广东等地区的企业，涉及金融、服务、制造等行业。本研究设计了领

导版和员工版两套调查问卷，使用调查对象的姓名首字母或工号将两套问卷进行配对，领导员

工配对比例为1:3、1:4、1:5三种类型。采取现场发放的形式收集领导员工配对数据，由员工评价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内部人身份认知和积极情绪氛围并提供员工人口统计学信息；由领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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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员工管家行为并提供领导人口统计学信息。为保证问卷质量，将测量题项随机打乱且在调研

之前向被调查者说明问卷调研结果仅用于学术研究。

在回收的127套（员工版572份）配对问卷中，有效配对问卷97套（员工版405份），领导与员

工的平均配对比例为1:4.2。领导样本显示：在性别方面，男性占66.9%；在年龄方面，主要集中

在41岁及以上，占36.8%；在学历方面，主要集中在本科，占62.5%。员工样本显示：在性别方面，

男性占51.6%；在年龄方面，以26—30岁为主（占34.6%），25岁及以下占25.4%，31—35岁占

21.0%，36岁及以上占19.0%；在学历方面，以本科为主（占60.2%），专科及以下占29.1%，硕士及

以上占10.7%。

（二）研究量表

本文选取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采用较多的英文量表，为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并保证原

始量表的真实内涵，本文采用“翻译—回译”程序对量表进行修改并形成最终的量表，所有量表

均采用Likert 5点计分法（从“1”至“5”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1.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采用Hammer等（2013）的短量表，包含情感性支持、工具性支持、

角色榜样行为、创新式工作家庭管理四个方面的内容，共4个题项，如“领导在平衡工作和家庭

方面表现得十分优秀”。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11。
2. 员工管家行为。采用Davis等（2010）开发的量表，共3个题项，如“我有服务组织利益优先

于自己利益的主动意识”。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76。
3. 内部人身份认知。采用Stamper和Masterson（2002）开发的量表，共5个题项，如“我所在的

企业使我感到有归属感”。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734。
4. 积极情绪氛围。采用Liu等（2014）开发的量表，共8个题项，如“团队成员之间气氛融洽”。

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02。
（三）研究方法

首先，采用SPSS17.0软件对数据进行聚合分析检验；其次，使用SPSS17.0软件和

Mplus7.0软件进行同源方差检验和区分效度分析；再次，使用SPSS17.0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

析，为假设检验提供初步证据；最后，采用Mplus7.0软件和R软件检验研究假设。

四、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聚合分析

本文通过团队成员评价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积极情绪氛围的均值来测量团队层次的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积极情绪氛围，因此，本文运用SPSS17.0软件进行数据聚合检验，判断

指标为Rwg、ICC（1）和ICC（2）。首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Rwg平均值是0.875，积极情绪氛

围的Rwg平均值是0.953，高于Rwg>0.7的判断标准。其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ICC（1）为
0.210，ICC（2）为0.528；积极情绪氛围的ICC（1）为0.369，ICC（2）为0.711：符合ICC（1）>0.05和
ICC（2）>0.50的判断标准。可见，本文将员工评价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和积极情绪氛围聚合

为团队层面数据比较合理。

（二）同源方差检验和区分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收集领导员工配对数据时，前因变量和中介变量均由员工填答，数据可能存在共

同方法偏差。为检验是否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采用SPSS17.0软件进行Harman单因素检

验，析出3个独立因子，总体方差解释量为59.3%，特征根最大的因子方差解释量为27.9%，小于

总体方差解释量的50%，表明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需要指出的是，员工管家行为

数据来自主管评价，不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故未纳入此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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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采用Mplus7.0软件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积极情绪氛围、内部人身份认知和员工管

家行为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的区分效度（参见表1）。四因子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优，并

显著优于其他因子模型，表明变量区分效度较好。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df RMSEA CFI TLI SRMR
四因子:FSSB、PIS、PEC、ESB 2.390 0.059 0.931 0.920 0.048
三因子:FSSB+PEC、PIS、ESB 4.626 0.095 0.817 0.791 0.070
二因子:FSSB+PEC、PIS+ESB 6.678 0.118 0.710 0.674 0.117
一因子:FSSB+PEC+PIS+ESB 8.585 0.137 0.610 0.564 0.108
　　注：FSSB表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PIS表示内部人身份认知、PEC表示积极情绪氛围、ESB表示员
工管家行为。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研究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个体层面：内部人身份认知与员工管家

行为显著正相关（r=0.351，p<0.01）；团队层面：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积极情绪氛围显著正相

关（r=0.583，p<0.01）。
 

表 2    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个体层面
1.员工性别 1.480 0.500
2.员工年龄 2.340 1.056 −0.079
3.员工学历 1.810 0.603 0.117* 0.121*

4.内部人身份认知 3.783 0.717 0.053 0.022 0.096
5.员工管家行为 3.945 0.821 0.019 0.011 0.201** 0.351**

团队层面
1.领导性别 1.330 0.471
2.领导年龄 2.730 1.146 0.054
3.领导学历 1.930 0.609 0.189** 0.042
4.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3.908 0.705 −0.057 0.069 0.020
5.积极情绪氛围 4.008 0.633 −0.014 0.086 −0.051 0.583**

　　注：**表示p<0.01；*表示p<0.05。
 
 

（四）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Mplus7.0软件对员工管家行为进行空模型检验，评估数据结构是否具有跨层次

适应性，检验结果表明员工管家行为的组内方差（σ2）为0.294，组间方差（τ00）为0.365，ICC为

0.554，表明员工管家行为由团队层次引起的变异为55.4%，大于0.059的判定标准，因此，本文

的数据适合进行跨层次分析。

1.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

鉴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团队层次变量，内部人身份认知和员工管家行为是个体层次

变量，数据存在嵌套结构，因此采用Mplus7.0软件进行跨层次检验（参见表3）。由模型2可知，家

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γ01=0.434，p<0.001），假设1得到支持。

由模型1和模型3可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γ01=
0.506，p<0.001），内部人身份认知显著正向影响员工管家行为（γ10=0.235，p<0.01）。模型4同时

引入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进行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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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系数变小但仍显著（γ01=0.401，p<0.001），表明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得到支持。
 

表 3    主效应及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内部人身份认知 员工管家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员工性别 0.109* 0.024 −0.007 0.005
员工年龄 0.051 0.123 0.094 0.105
员工学历 0.063 0.234*** 0.209*** 0.228***

领导性别 0.200* −0.059 −0.141 −0.091
领导年龄 0.103 −0.011 −0.025 −0.023
领导学历 −0.005 −0.099 −0.078 −0.109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γ01） 0.506*** 0.434*** 0.401***

内部人身份认知（γ10） 0.235** 0.204**

截距项 2.554* 2.383* 5.682*** 2.220*

组内方差（σ2） 0.980 0.922 0.877 0.879
组间方差（τ00） 0.703 0.797 0.970 0.814
组内R2 0.020 0.078 0.123 0.121
组间R2 0.297 0.203 0.030 0.186
　　注：***表示p<0.001；**表示p<0.01；*表示p<0.05。下同。
 
 

由于本研究涉及跨层次分析，Mplus软件不适合采用重新抽样自助法（re-sampling-based
bootstrapping）估计置信区间，本文使用Mplus程序生成的参数，运用R软件基于蒙特卡罗模拟

的参数自助法（parameter-based bootstrapping）检验中介效应的稳健性（参见表4）。内部人身份

认知的间接效应为0.074，95%的置信区间为（0.018，0.141），不包含0；直接效应为0.508，95%的

置信区间为（0.308，0.713），不包含0：表明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

行为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假设2再次得到验证。
 

表 4    中介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检验类型 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内部人身份认知
间接效应 0.074* 0.031 0.018 0.141
直接效应 0.508*** 0.102 0.308 0.713

 
 

2. 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Mplus7.0软件检验积极情绪氛围的跨层次调节作用，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2显示

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产生正向影响（γ10=0.235，p<0.001），模型4显示内部人身份认

知与积极情绪氛围的交互项系数为正且显著（γ11=0.113，p<0.001），表明积极情绪氛围在内部

人身份认知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起到跨层次调节作用，假设4得到支持。调节效应如图2所示，

积极情绪氛围较高时（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调节效应系数显著（β=0.139，p<0.05）；积极情绪

氛围较低时（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调节效应系数不显著（β=0.035，p>0.05）。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员工管家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员工性别 0.015 −0.007 0.012 0.018
员工年龄 0.116 0.094 0.123 0.118
员工学历 0.214*** 0.209** 0.220*** 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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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运用R软件，采用参数自助法检

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参见表6）。积极情绪

氛围较高时（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内部

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效应显

著，其值为0 . 2 2 2，95%的置信区间为

（0.086，0.361），不包含0；积极情绪氛围较

低时（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内部人身份

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效应不显著，

其值为0.115，95%的置信区间为（−0.020，
0.251），包含0；而且高低差值对应的影响

效应显著，其值为0.107，95%的置信区间

为（0.032，0.181），不包含0：表明积极情绪氛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假设4再次得到验证。

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运用R软件，采用参数自助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参见表7）。积极情绪氛围较高

时（高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效应显著，系数为0.104，95%的置信区间为

（0.036，0.189），不包含0；积极情绪氛围较低时（低于均值一个标准差），内部人身份认知的中介

效应不显著，系数为0.054，95%的置信区间为（−0.011，0.127），包含0。根据Preacher等（2007）亚
组分析法的判断准则，假设5得到支持。本文进一步通过Edwards和Lambert（2007）的差异分析

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由表7可知，高、低积极情绪氛围下间接效应系数的差异值为0.050，
95%的置信区间为（0.013，0.093），不包含0，进一步证明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显著，假设5再次得

到验证。

 

表 5  （续）

变量
员工管家行为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领导性别 −0.108 −0.141 −0.091 −0.146
领导年龄 0.042 0.025 −0.031 −0.066
领导学历 −0.063 −0.078 −0.050 −0.086
内部人身份认知（γ10） 0.235*** 0.078 0.087
积极情绪氛围（γ01） 0.514*** 0.003
内部人身份认知×积极情绪氛围（γ11） 0.113***

截距项 6.205*** 5.682*** 6.235*** 3.679***

组内方差（σ2） 0.934 0.877 0.922 0.926
组间方差（τ00） 0.980 0.970 0.722 0.609
组内R2 0.066 0.123 0.078 0.074
组间R2 0.020 0.030 0.278 0.391

表 6    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积极情绪氛围 系数 标准误
间接效应的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高水平 0.222*** 0.063 0.086 0.361
低水平 0.115 0.076 −0.020 0.251
差值 0.107** 0.038 0.032 0.181

低 高

内部人身份认知

员
工
管
家
行
为

高积极情绪氛围
低积极情绪氛围

3.90

3.85

3.80

3.75

3.70

3.65

3.60

 
图 2    积极情绪氛围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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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展望

（一）研究结果讨论

首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激发员工管家行为。以往研究表明，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是员工亲组织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Pan，2018），本文的研究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组织行为

学领域对管家行为的众多研究已证实员工是否实施此类行为会受到管理者领导风格的影响，

而以往研究侧重于展现工作方面支持的领导风格对员工管家行为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李海东，

2017），未有文献指出领导对员工家庭领域的支持行为是否会对员工管家行为产生影响。人本

管理追求对员工的人性化管理，不仅重视员工绩效目标的实现，也关注员工家庭生活。本研究

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符合人本管理理念所倡导的对员工家庭生活的关注，从动机视角证

实了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尊重和关心员工履行家庭责任的需求，为员工做出牺牲小我成就大

我的管家行为提供了动力源泉。

其次，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通过提升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而激发员工管家行为。以往文献

在研究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亲组织行为的影响机制时，主要从工作自主性（Pan，2018）、
工作家庭平衡（Choi等，2018）等方面解释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亲组织行为影响的中介

传导机制，而忽视了更深层次的原因动机。以往研究认为，内部人身份认知揭示了个体做出主

动行为的内在动机，员工只有对组织产生较强的归属感才能激励自己在工作中做出主动行为

（丁道韧等，2017）。本文立足于员工深层次需求的满足，认为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能够使得员

工在组织中感受到家人式的关怀进而产生较高的内部人身份认知，而内部人身份认知能够满

足员工在组织中获得存在感和归属感的需求，使得员工形成自身与组织是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从而激励员工为组织长远利益而做出管家行为。本研究的结论揭示了内部人身份认知在家庭

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中介传导机制，有助于进一步加深对内部人身份认知理论的

理解。

最后，积极情绪氛围不但会增强内部人身份认知对员工管家行为的积极影响，而且对内部

人身份认知在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与员工管家行为之间的中介效应具有强化作用。员工作为

组织社会群体中的一员，其行为不仅会受到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群体内成员间情绪

互动的影响（Liu等，2014）。目前，学者们对员工管家行为的情境作用机制研究关注于领导者的

自我牺牲精神和上下级关系（董甜甜和余璇，2019），鲜有研究涉及员工管家行为所受到的情绪

氛围的影响，本文认为积极情绪氛围反映了团队成员之间良好的情绪互动，能够向员工传递正

能量，增强员工对组织的归属感，使具有高内部人身份认知的员工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保持积极

的动机状态，冲破狭隘的自我利益观，不会因为个人私利而损害组织的长远利益。同时，积极情

绪氛围有助于员工提取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传递的积极信息，增强员工由于高内部人身份认

知而产生的内在动机，进而使其做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管家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

了以往研究关于积极情绪氛围是组织中重要工作情境因素的观点（卢俊婷等，2017），肯定了积

极情绪氛围在组织健康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表 7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积极情绪氛围 系数 标准误
95%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高水平 0.104** 0.039 0.036 0.189
低水平 0.054 0.037 −0.011 0.127
差值 0.050* 0.023 0.013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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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启示

本文的实践启示如下：（1）组织可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采取系统的干预措施。一方面，

组织可安排人力资源部在主管培训课程中融入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培训，具体包括对员

工履行家庭责任需求的敏感性、提供情感和工具支持的方式、平衡员工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法以

及创新性的工作重组等，提升主管帮助员工平衡工作和家庭责任的能力。另外，在甄别、选拔管

理者时可采用领导风格测试等方式，任用认可且具有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倾向的管理者。另一

方面，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实施需要强大的组织支持，组织应当对主管给予员工灵活的工作

安排予以理解和支持，营造家庭支持型组织文化，完善针对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的奖励制度，

收集管理者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集中解决，为培养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扫除障碍。

（2）组织要对提升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予以重视，通过完善员工福利待遇、为员工制定符合个

人特质的职业生涯规划，以及让员工参与工作决策和营造民主的工作氛围，来提升员工内

部人身份认知。另外，领导要与员工积极互动，关注员工的内在需求，通过适当授权、给予员工

工作自主权和灵活性等方式提升员工内部人身份认知，从而激励员工做出更多的管家行为。

（3）领导要在团队内部营造积极情绪氛围。根据情绪感染机制，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要以身作

则，尤其是在面临困难和挫折时，更要以一种乐观向上的态度感染员工，鼓励员工在工作中表

现出积极情绪，并引导团队成员之间传递积极情绪，最终在团队内部形成积极情绪氛围。另外，

组织应将情绪管理纳入日常管理活动，通过邀请专家授课对员工进行心理疏导和培训，增加员

工积极情绪，提高员工情绪调节能力，在组织中营造积极情绪氛围。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的研究局限表现在：（1）本文虽然采用了领导—下属配对的方法获取数据，但并不属

于多时间节点纵向研究，未来应当收集三个及以上时间节点的数据或采用实验研究方法，以提

高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准确性。（2）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指主管给予员工家庭支持的行为，

但目前的量表将主管支持定位于非工作生活而并非家庭，虽然更具包容性的非工作生活具有

一定价值，但是未来仍需要更具体地明确家庭支持型主管对员工支持的领域，关注家庭的特定

含义（Crain和Stevens，2018），开发出更符合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构念的量表。另外，中国人存

在很强的“扩散”文化，人们通常会将工作与生活视为同一个生活空间，主管向中国员工提供家

庭支持的行为可能会产生更积极的影响效果（马红宇等，2016）。因此，未来可以对家庭支持型

主管行为进行跨文化研究，比较不同文化背景下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

差异。（3）本文仅探讨了个体层次的员工管家行为，然而管家行为还体现在团队和组织层次（刘

云和张文勤，2013）。团队和组织层次的管家行为会对组织发展产生更大的影响，未来可以探讨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是否对团队和组织层次的管家行为产生影响，完善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

对管家行为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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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on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Wang Yanzi,  Zhao Xiuxiu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Summary: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is a pro-organizational behavior that the employee
initiatively pays attention to the long-term interests of the organization like the organization’s steward in
the daily work.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embodies the spirit of the employee’s ownership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is  very  beneficial  to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aggravation of  work-family  conflict  in  the  modern society,  family  supportive

 

家庭支持型主管行为对员工管家行为的影响

61

http://dx.doi.org/10.5771/0935-9915-2011-3-274
http://dx.doi.org/10.1177/0956797614525213
http://dx.doi.org/10.1037/a0036012
http://dx.doi.org/10.1007/s10902-014-9592-6
http://dx.doi.org/10.1080/09585192.2013.860387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0363732
http://dx.doi.org/10.1080/00273170701341316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5618013
http://dx.doi.org/10.1002/job.175
http://dx.doi.org/10.1108/JOCM-06-2016-010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6-3306-4
http://dx.doi.org/10.5771/0935-9915-2011-3-274
http://dx.doi.org/10.1177/0956797614525213
http://dx.doi.org/10.1037/a0036012
http://dx.doi.org/10.1007/s10902-014-9592-6
http://dx.doi.org/10.1080/09585192.2013.860387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0363732
http://dx.doi.org/10.1080/00273170701341316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5618013
http://dx.doi.org/10.1002/job.175
http://dx.doi.org/10.1108/JOCM-06-2016-010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6-3306-4
http://dx.doi.org/10.5771/0935-9915-2011-3-274
http://dx.doi.org/10.1177/0956797614525213
http://dx.doi.org/10.1037/a0036012
http://dx.doi.org/10.1007/s10902-014-9592-6
http://dx.doi.org/10.1080/09585192.2013.860387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0363732
http://dx.doi.org/10.1080/00273170701341316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5618013
http://dx.doi.org/10.1002/job.175
http://dx.doi.org/10.1108/JOCM-06-2016-010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6-3306-4
http://dx.doi.org/10.5771/0935-9915-2011-3-274
http://dx.doi.org/10.1177/0956797614525213
http://dx.doi.org/10.1037/a0036012
http://dx.doi.org/10.1007/s10902-014-9592-6
http://dx.doi.org/10.1080/09585192.2013.860387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016/j.ijhm.2017.09.013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0363732
http://dx.doi.org/10.1080/00273170701341316
http://dx.doi.org/10.1177/0149206315618013
http://dx.doi.org/10.1002/job.175
http://dx.doi.org/10.1108/JOCM-06-2016-0109
http://dx.doi.org/10.1007/s10551-016-3306-4


supervisor behavior can help the employee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and thus
enhance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responsibility of the employee to the organization, which may
improve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proposes that leadership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stimulating employee proactive behavior. Based o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to explain the reason motivation of the
employee to make proactive behavior, and introduces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to explain the energy
motivation of the employee to make proactive behavior.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matching data of 97 work team supervisors and their
subordinates, this paper finds that: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the impact process relies on the internal transiting effect of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In addition,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can strengthen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on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and it can als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transiting effect of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that is, the higher the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is, the stronger the internal transiting effect of the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is.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first of all, the former research obj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focuses on manager and family enterprise; while this paper put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into the ordinary employee and the non-family enterprise, which expands the research object of
stewardship behavior. Secondly, the influence research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is
mainly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nd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theory. This paper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mechanism between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and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based o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model, which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timulating
mechanism of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In terms of practice, the enterprise should integrate the training of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into the supervisor training cour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supervisors to help the
employee balance work and family, and create family supportiv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In addition,
supervisor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mproving the employee’s work participation and the sense of
ownership, and creating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within the team, which can provide internal
motivation and external energy for the employee to make stewardship behavior.

Key words: family supportive supervisor behavior; employee stewardship behavior; perception of
insider status; positive emotional cl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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